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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政府间财政关系以税收分成和事权划分为主要特征。从税收分成

角度探究企业税负黏性的影响因素,对于缓解制造业企业税负痛感具有重要意

义。本文利用2016年增值税“五五分成”改革,构造强度DID模型,以2012—

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增值税分成对企业税

负黏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税收分成比例提高同时产生税收征

管强化效应和财政援助效应,并最终将缓解企业税负黏性,且这一作用在财政压

力较小的地区、外资企业和高税收遵从度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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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实施了“营改增”改革、降低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留抵退税等一系列税制

改革和减税降费政策,致力于缓解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税收负担,帮助制造业企业稳

定发展。尽管从2012年到2023年,我国宏观税负由18.7%下降至14.4%①,在宏观层面

上企业实际税收负担下降明显,但是部分制造业企业仍然抱怨税负痛感较重,尤其是在成

本持续上涨和利润持续下滑的阶段。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制造业

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应当想方设法缓解制造业企业的税负痛感。企业

税负痛感体现为企业经营者在获取经营成果的同时承担税收负担的感受,相比静态视角

下企业绝对税负水平,动态视角下企业税负相对企业绩效的变动程度更能直观地反映企

业的税负痛感。现有研究也指出,制造业企业普遍存在明显的税负黏性特征(王百强等,

2018;余新创,2020),即企业业绩下降时税负变动幅度小于企业业绩上升时税负变动幅

度,这引起了企业较重的税负痛感。
政府间财政关系以税收分成和事权划分为主要特征,不同的政府间税收分成比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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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事权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获取财政资金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宏观层

面的地方政府行为和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一方面,各级地方政府从税收分成中获取的

相对税收收益发生变化,其将调整税收努力程度以维持地方税收收入稳定,进而影响到企

业税负上下变动幅度差异。另一方面,税收分成比例调整会改变地方的经济收益,于是地

方政府会通过调整土地配置、财政补贴、税收征管等政策的执行力度来改变微观企业的生

产经营行为,进而引起企业税负上下变动幅度差异。由此可见,税收分成改革会同时影响

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最终会影响企业税负黏性程度。那么,本文增值税分成改革会

对企业税负黏性产生何种影响? 作用机制是什么? 增值税分成改革对企业税负黏性的影

响是否会因地区财政压力和企业特征差异而存在异质性特征?
已有文献围绕税收分成和企业税负黏性展开研究。第一,税收分成产生的财政激励

或压力对于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影响。现有文献关注到税收分成比例调整会改变

地方政府的税收收益,进而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税收努力、土地配置行为等产生影响

(Weingast,2009;吕冰洋等,2016;谢贞发等,2019)。同时,文献关注到税收分成会通过改

变地方政府行为选择,进而对企业污染、企业异地投资等产生影响(席鹏辉等,2017;李红

霞等,2024)。第二,地方政府行为或企业行为对企业税负黏性的影响。现有文献考察了

税收征管、税收竞争等地方政府行为(王百强等,2018;刘金东等,2023)和企业议价能力、
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等企业行为(程宏伟和吴晓娟,2020;胡洪曙和武锶芪,2020)对企业税

负黏性的影响。由此可见,现有文献关注到政府间税收分成引起的财政激励效应,尤其是

企业所得税分成比例调整,并进一步揭示其对税收征管、土地出让等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

行为的影响,同时也分别从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角度探讨了企业税负黏性的成因,但
是鲜有文献在探讨增值税分成对地方政府行为选择和企业行为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探

究增值税分成对企业税负黏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没有将增值税分成产生的地区间财力

差距问题纳入研究框架。然而,属于生产性税基的增值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据最大比

重,增值税分成比例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进一步作用于企业行为,并最终

传导到企业税负黏性,并且这一作用可能因地区财力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相比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本文从央地政府间增值税分成比例

调整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增值税下移式改革对企业税负黏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发现这

一作用会因地区财政压力和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丰富了企业税负黏性影响因素

的研究,对于提高减税降费实效和缓解企业税负痛感具有积极意义;第二,在财政压力日

趋严峻的背景下,调整央地政府间税收分成比例已成为提高地方政府财力和激发企业活

力的重要手段,本文对增值税分成改革的微观影响后果进行更为全面、充分的研究,有助

于观察调整税收分成比例所产生的地方政府策略效果,为进一步优化央地政府间税收分

成改革提供参考。

1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1.1 制度背景

  2016年5月1日我国全面实行“营改增”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缴纳营业税的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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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改缴增值税。改革前,营业税是地方政府主体税种,建筑业和除批发零售业之外的服务

业企业缴纳的营业税,除铁道部、各银行总行和各保险总公司集中缴纳的营业税之外,其
余企业缴纳营业税归地方政府所有。工业和批发零售业企业一直缴纳增值税,增值税按

收入来源由中央和地方按照75∶25的比例进行分成。改革后,为了保障地方政府财力和

维持地方政府财政的平稳运行,国务院规定自2016年5月1日起中央与地方按50∶50分

成国内增值税收入。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增值税分成比例的初衷是保证地方政府财力

与“营改增”改革前基本一致,促进地方财力可持续,实际效果基本达到改革预期。但在绩

效考核和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汲取更多财政收入的内在动力。相比建筑业和

服务业(除批发零售业)企业地方增值税分成比例下降,增值税“五五分成”改革使得工业

和批发零售业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由25%提高到50%,地方政府从工业和批发零售业等

企业获得的税收收入相应增加。因此,2016年增值税分成比例的提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地方政府发展制造业的积极性。

图1 2012—2022年各地级市制造业增值税收入的变化
 

此次“一刀切”改革没有明确的对照组和实验组,无法采用传统的离散型双重差分法。
但是,不同地级市对增值税收入的依赖程度不同,这使得增值税分成改革实施后,增值税

占比高的地级市得以留存更多的增值税收入,从而获得更强的财政激励。为验证这一发

现,本文以实施增值税分成改革前一年(2015年)各地级市增值税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地级市对增值税收入的依赖程度,考察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提高对

不同地级市的财政激励程度。如图1所示,横轴是2012—2022年,纵轴是各地级市制造业

企业上缴的增值税总和,增值税分成改革实施(2016年)以后,增值税依赖程度较高的地级

市(75%分位数)相比于增值税依赖程度较低的地级市(25%分位数),辖区内制造业企业

上缴的增值税收入上升幅度更大和更快,这说明增值税分成改革确实会提高地方政府从

制造业企业中获得的增值税收入,且这一提高效应在增值税依赖程度更高的地级市更为

明显。因此,本文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法,以实施增值税分成改革前一年(2015年)各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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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来衡量增值税分成改革对地方政府产生的财

政激励程度,以此财政激励程度与增值税分成改革实施时间的交互项衡量增值税分成改

革的政策处理效应。

1.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税收分成是平衡多级政府间财权事权的制度安排和提高地方政府效能和市场运行效

率的关键举措,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绩效(吕冰洋等,2016),
也会影响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激励着地方政府运用具体财政政策工具追求预算收入(谢
贞发等,2019)。具体到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提高,地方政府从制造业等缴纳增值税的企

业中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进而会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双重效应,进一步影响企业税负

黏性。
一方面,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提高会产生税收征管强化效应。当增值税地方分成比

例提高时,地方政府从制造业企业获得的税收收益提高。基于短期财政收益最大化的考

虑,地方政府会强化对制造业企业的税收征管,具体表现为提高税收努力。
已有研究指出,由于治理机制不完善,我国税收征管实践中存在弹性操作空间(高培

勇,2006),即税收实务中企业的实际征税额和税法规定的征税额之间存在差距。地方政

府的税收努力是造成税收征管空间的主要因素,能够解释微观层面企业税收支出变化幅

度和企业盈利状况变化幅度不一致的现象(王百强等,2018)。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国税

收立法权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对于税收努力仍然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相

机裁量权。例如,税务机关能够调整对企业的税务稽查力度。具体而言,在财政创收压力

加剧和企业经营业绩下滑时期,地方政府会通过提高税收努力的方式增加征税额,抑制制

造业企业的逃避税行为(吕冰洋等,2016),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企业利润下降时税收支

出随利润下降的幅度(马双等,2019)。基于涵养税源的目的,在企业业绩上升时期,地方

政府会避免提高税收努力,甚至降低税收努力,以保证来年有充足的税源。企业业绩上升

和下滑时,税收征管强化效应具有非对称性,提高了企业税负黏性水平。
另一方面,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的提高会产生财政援助效应。在地方财政压力加剧

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亟须通过做大增值税税基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而增值税地方分

成比例的提高,极大地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基于长期经济规模最大化的考

虑,地方政府会全力支持本地制造业企业发展。为此,地方政府通常会采取加大政府补助

资金、增加信贷资金扶持、提供低价工业用地等措施(谢贞发等,2019)。
在地方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持制造业企业发展的政策中,加大政府补助资金会对企

业税负变动幅度产生影响,即改变企业税负黏性程度。政府补助资金对于企业经营发展

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相较于处于蓬勃成长期的企业,政府补助资金可能仅是“锦上添

花”,但对处于经营状况下滑阶段的企业而言,政府补助资金绝对是“雪中送炭”。政府补

助资金对企业税负黏性的财政援助效应可以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政府补助资金能够直

接促进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投资活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营利润下滑企业的

投资不足状况。根据税法规定,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无形资产摊销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均可以在税前扣除,产生非债务税盾效应。企业在经营业绩下滑时期增加投资,强化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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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利用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和研发费用等税前扣除而形成的税盾效应,提高了企

业税收支出随营业收入下降而减少的幅度,大大缓解了企业税负黏性。第二,政府补助资

金的信号传递效应有助于企业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认可,提高金融机构的投资信心,减
少投融资信息不对称,从而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债务融资(陈东和邢霂,2019)。根据税法

规定,企业债务融资的利息支出能够在税前扣除,产生债务税盾效应。企业在经营业绩下

滑时期增加债务融资规模,相应的利息支出也将提升,强化了企业利用利息支出等税前扣

除而形成的税盾效应,提高了企业税收支出随营业收入下降而减少的幅度,缓解了企业税

负黏性。第三,政府补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现金流不足问题,不仅直接减缓了企业因

经营不善而导致的营业收入下滑速度,同时还间接降低了企业为达成交易而付出的销

售成本。企业为促进交易达成必须承担一定的销售成本,具体包括向客户提供赊销、现
金折扣、额外的售后服务等产生的成本费用。根据税法规定,这类销售成本不在进项税

抵扣范围之内,会加重企业增值税税负。相比企业在市场繁荣时营业收入一路上行,企
业在市场竞争激烈时往往营业收入下滑,具有更弱的议价权,迫切达成交易和保证企业

现金流充裕,因此,企业必须付出更多的销售成本,这导致企业增值税税负很难与企业

营业收入同步降低,加剧了增值税税负黏性程度。政府补助资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

业现金流缺口,使得企业不必在营业收入下滑时急于交易,从而有效缓解了企业税负

黏性。
因此,增值税分成对企业税负黏性的作用尚不明确,取决于税收征管强化效应和财政

援助效应孰强孰弱,更是取决于地方政府偏好短期财政收益最大化还是长期经济规模最

大化,需要进行严谨的实证评估。

图2 增值税分成影响企业税负黏性的作用机制
 

2 实证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使用地级市层面的财政税收数据和企业层面的财务数据。各地级市财政税

收相关指标来源于CEIC数据库和2012—2022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手工整理

自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 WIND数据库。考虑到

制造业企业在“营改增”改革实施前后一直缴纳增值税,不会受到税制调整的影响,本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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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22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本文将2012年作为样本的初始年份,能
够有效减弱2008—2011年金融危机对本文实证结果的干扰。为减少原始数据中异常值

的影响,本文对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ST、*ST企业;(2)剔除企业税负、营

业收入为负的企业;(3)剔除数据存在缺失的企业;(4)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

进行 Winsorize处理以消除极端值影响。最终得到的样本数据包括12916个观测值。

2.2 模型设计

为了检验企业税负黏性的存在,本文借鉴 Anderson
 

et
 

al.(2003)、程宏伟和吴晓娟

(2020)的研究,首先构建实证模型(1):

Ln
Taxit
Taxit-1  =β0+β1Ln

Revit
Revit-1  +β2Decit×Ln

Revit
Revit-1  +γXit+μi+ηt+δpt+εit

(1)

  模型(1)中Ln
Taxit
Taxit-1  是企业i第t期税费净支出相对于第t-1期税费净支出的增

速;Ln
Revit
Revit-1  是企业i第t期营业收入相对于第t-1期营业收入的增速;Decit 为企业i

从第t-1期到第t期营业收入是否下降的哑变量,如果第t年的营业收入低于第t-1年,

则Decit 为1,否则为0;Xit 是一系列会对企业税负及其变动产生影响的企业层面和地级

市层面控制变量。同时,本文回归模型对样本企业和年份进行了固定,其中,μi 是个体固

定效应,ηt 是年份固定效应,δpt 是省份与年份的交乘项,εit 是残差项。当企业营业收入

增长1%时,Decit 取0,企业税费净支出增长β1%;当企业营业收入减少1%时,Decit 取1,

企业税费净支出减少(β1+β2)%。当(β1+β2)<β1,即β2<0时,企业税负“黏性”存在,即

企业营业收入减少时税费下降的幅度小于营业收入增加时税费上升的幅度,预计β2 将

显著为负,β2 绝对值大小反映企业税负黏性的程度,β2 绝对值越大,企业税负黏性特征

越明显。

其次,本文借鉴Banker
 

et
 

al.(2013)的做法,构建实证模型(2)如下:

β2=a0+a1Incentive2015,c ×REt+εit (2)

  本文将模型(2)代入模型(1)中,引入财政激励程度、增值税分成改革哑变量、营业收

入下降虚拟变量与营业收入变动的交乘项,以实证检验增值税分成对企业税负黏性的作

用。构建实证模型(3)如下:

Ln
Taxit
Taxit-1  =α0+α1Ln Revit

Revit-1  +α2Decit×Ln
Revit
Revit-1  +α3(Incentive2015,c ×REt)×

Decit×Ln
Revit
Revit-1  +γXit+μi+ηt+δpt+εit (3)

  系数α2 表示增值税分成改革之前的企业税负黏性程度,系数α2+α3 表示增值税分成

改革之后的企业税负黏性程度。系数α3 度量了增值税分成改革前后企业税负黏性程度的

变化,反映增值税分成改革对企业税负黏性的作用。本文重点关注系数α3,若系数α3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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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明增值税分成缓解企业税负黏性;若系数α3 为负,说明增值税分成加重企业税负黏

性程度。

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2.3.1 被解释变量

  本文参考李林木和汪冲(2017)等度量企业税费的方法,采用“支付的各项税费 收到

的税费返还”来度量企业实际税费支出。“支付的各项税费”是企业当期应当交纳的各项

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是企业当期收到的全部税费返还,两者之差反映企业当期税费净

支出。在基准回归部分,本文参考Anderson
 

et
 

al.(2003)间接测度企业成本黏性的做法,
构建模型测度企业税负黏性,如实证模型(1)所示。在稳健性检验里,本文借鉴 Weiss
(2010)直接测度黏性的做法,直接计算出企业层面的企业税负黏性程度。

2.3.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作为基准实证模型,参考刘建民等(2023)的做法,本文使

用改革前一年(2015年)各地级市增值税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度量增值税

分成改革带来的财政激励(Incentive2015,c),此指标值越大意味着增值税分成改革对该地区

财政激励越明显。REt 表示增值税分成改革哑变量,2016年及以后取值为1,2016年以前

取值为0。本文采用2015年各地级市增值税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乘以增

值税分成改革年份虚拟变量(Incentive2015,c×REt)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2.3.3 控制变量

在参考程宏伟和吴晓娟(2020)、胡洪曙和武锶芪(2020)等研究企业税负黏性的文

章的基础上,本文控制了企业层面和地级市层面上会对企业税负及其变动产生影响的

变量。考虑到不同省份内的税收分成政策可能存在差异,以及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本文

还控制了省级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乘项。本文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

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种类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计算方法和说明

被解释

变量
Ln(Taxit/Taxit-1)

税费净支出

变动
0.035 0.747 5.821 -8.471

当期企业税费净支出与上期企

业税费净支出之比的自然对数

解释

变量

Ln(Revit/Revit-1) 营业收入变动 0.113 0.428 6.087 -4.731
当期营业收入与上期营业收入

之比的自然对数

Decit
营业 收 入 下

降虚拟变量
0.307 0.461 1 0

营业收入相对上一年下降时取

1,否则取0

Incentive2015,c 财政激励程度 0.226 0.095 0.631 0.011
2015年各地级市增值税收入/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REt
增值 税 分 成

改革哑变量
0.601 0.489 1 0 2016年及以后取1,否则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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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种类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计算方法和说明

企业

控制

变量

Size 资产规模 22.056 1.189 25.936 19.305 Ln(年末资产总额)

FirmAge 企业年龄 2.903 0.298 4.174 0.693 Ln(当年年份-企业成立时间+1)

ROA 总资产净利率 0.051 0.063 0.229 -0.247

净利润/平均资产总额。其中,平
均资产总额=(资产期初余额+
资产期末余额)/2

PPE
固定 资 产 密

集度
0.222 0.135 0.810 0 固定资产净值/资产总额

Lev 资产负债率 0.383 0.189 0.892 0.057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ATO 总资产周转率 0.674 0.385 2.649 0.066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地级市

控制

变量

PerGDP 人均GDP 11.421 0.523 13.06 9.219 Ln(滞后一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Ind2
第二 产 业 增

加值比重
0.426 0.106 0.818 0.150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3 实证结果与检验

3.1 基准回归分析

  表2汇报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第(1)~(3)列报告了实证模型(1)的结果。在这三列

中,营业收入变动显著为正,Dec×营业收入变动显著为负,这验证了企业税负的“黏性”特
征。第(4)~(6)列报告了实证模型(3)的回归结果。在这三列中,营业收入变动系数均显

著为正,Dec×营业收入变动系数均显著为负,Incentive2015,c×RE×Dec×营业收入变动系

数显著为正。这表明,2016年增值税分成改革实施以后,增值税分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企业税负的黏性,这说明财政援助效应大于税收征管强化效应。可能的原因有二:一是

地方政府会谨慎采取提高税收征管强度的手段,倾向于通过增加政府补助资金等财政援

助手段来招商引资。尽管地方政府习惯于强化税收征管力度,以求在短期内提高财政收

益,但是会导致企业实际税负提高,轻则削弱本地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重则会导致本地

区企业外流。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提高给予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激励,在地区经济增长竞

争驱使下,地方政府会尽量避免提高税收征管强度,努力保持相对较低的地区宏观税负水

平,加大对企业的财政援助力度,以留住本地企业和吸引外地企业进入。二是地方政府对

税收征管的干预能力在逐渐减弱。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提高后,地方政府具有调节增值

税税收征管力度的动机。但是增值税一直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管,而国家税务局由中央

统一垂直管理①,地方政府对国家税务局的干预能力较弱。且随着金税三期工程的全面实

施,2018年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以及2021年《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

革的意见》致力于推动税收征管“合成”,地方政府对税收管理过程的干预能力进一步减

弱。当增值税地方分成比例提高时,地方政府无法督促国家税务局改变税收征管强度。

① 2018年省级和省级以下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后,地方上的税务局实行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省级政府双重领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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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减税降费大背景下,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降低企业名义税负,并强调着力减

轻企业实际税负,地方政府提高税收征管强度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税费净支出 税费净支出 税费净支出 税费净支出 税费净支出 税费净支出

营业收入变动
0.702*** 0.641*** 0.639*** 0.694*** 0.636*** 0.632***

(0.046) (0.046) (0.046) (0.049) (0.049) (0.049)

Dec×营业收入变动
-0.255** -0.267** -0.274** -0.380** -0.419*** -0.431***

(0.107) (0.108) (0.110) (0.152) (0.153) (0.155)

Incentive2015,c × RE×

Dec×营业收入变动

1.026* 1.243** 1.286**

(0.581) (0.591) (0.600)

Size
0.059** 0.061** 0.041 0.047

(0.029) (0.030) (0.030) (0.031)

Lev
0.178* 0.190* 0.169 0.183

(0.102) (0.104) (0.112) (0.114)

ROA
1.644*** 1.663*** 1.646*** 1.609***

(0.234) (0.239) (0.237) (0.244)

ATO
0.177*** 0.092* 0.088 0.116**

(0.058) (0.056) (0.059) (0.057)

FirmAge
0.242** 0.276** 0.204 0.187

(0.109) (0.127) (0.185) (0.192)

PPE
0.127 0.114 0.006 -0.037

(0.128) (0.131) (0.135) (0.137)

PerGDP
0.299* 0.289* -0.097* -0.160*

(0.180) (0.160) (0.057) (0.086)

Ind2
-0.835* -0.910* -0.109 -0.317
(0.442) (0.489) (0.312) (0.435)

常数项
-0.021 -3.278 -3.337 -0.012 -0.578 -0.180
(0.027) (2.480) (2.124) (0.028) (1.070) (1.256)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N 12916 12916 12916 12916 12916 12916

Adj-R2 0.171 0.181 0.184 0.163 0.173 0.176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所有标准误均聚类(Cluster)到企业层面;***、**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

平上显著。

3.2 稳健性检验

3.2.1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事件分析法

  本文研究应当满足的平行趋势假设为,2016年增值税分成改革实施以前,不同地区不

同企业的税负黏性变化趋势应当相似。为此,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对此进行验证,以样本

初始年份2012年为基准年,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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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Taxit
Taxit-1  =α0+α1Ln Revit

Revit-1  +α2Decit×Ln
Revit
Revit-1  +

∑
2020

T=2013
αT(Incentive2015,c ×DT)×Decit×Ln

Revit
Revit-1  +γXit+μi+ηt+δpt+εit

(4)

  在本文实证模型(4)中,αT 是本文关注的回归系数,DT 是一个新增的年份虚拟变量,
其他变量含义与模型(3)一致。αT 的具体含义是,与基准年相比,其他年份不同财政激励

程度的地级市不同企业的税负黏性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图3绘制了αT 的估计值及95%
的置信区间,当基准年设定为2012年时,2016年以前系数αT 不显著,2016年及以后αT

显著,这说明政策效应在实施增值税分成改革后的2016年及以后才展现出来,且政策效

应在2016—2019年逐渐增强,2019年以后逐渐减弱,表明本文研究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3 平行趋势假定的检验结果
 

3.2.2 安慰剂检验

本文安慰剂检验的具体步骤为,首先随机抽取样本作为虚假处理组,然后构建“伪”

Incentive2015,c×RE×Dec×营业收入变动交乘项,再按照实证模型(3)重复回归500次,得

到了500个随机系数以及相应的P 值。图4展示了500个随机系数估计值的核密度分布

和P 值,虚构的交乘项系数集中在0值两侧呈正态分布,这说明,随机生成的Incentive2015,c
×RE×Dec×营业收入变动变量对企业税负黏性没有解释力,增值税分成改革缓解企业

税负黏性的作用并未受到观测期内其他因素的干扰,安慰剂检验通过。

3.2.3 使用直接法度量企业税负黏性

为避免使用间接模型可能存在的度量误差,本文借鉴 Weiss(2010)直接度量企业成本

黏性的做法,利用上市公司季度财务报表数据,通过以下计算公式得到企业税负黏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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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安慰剂检验
 

STICKYit=Ln
ΔTAX
ΔREV  iτ_

-Ln
ΔTAX
ΔREV  iτ

_
(5)

  以上计算公式中,τ_ 代表企业同一年四个季度中最近收益下降的季度,􀭰τ 代表企业同

一年四个季度中最近收益上升的季度,LnΔTAXΔREV  iτ_
指的是最近收益下降季度税费净支

出变动与营业收入变动的比值,LnΔTAXΔREV  iτ
_
指的是最近收益上升季度税费净支出变动

与营业收入变动的比值,这两者之间的差额若为负数,则说明存在企业税负黏性。为了便

于实证结果的解读,本文筛选出企业税负黏性为负数的样本,并对黏性结果取绝对值,绝
对值越大表示企业税负黏性水平越高。

本文得到企业层面税负黏性指标后,构造以下实证模型来检验增值税分成对企业税

负黏性的影响。

STICKYit=α0+α1Incentive2015,c ×RE+γXit+μi+ηt+δpt+εit (6)
其中,STICKYit 指企业税负黏性,Incentive2015,c×RE指增值税分成改革带给地方政府的

财政激 励 程 度,控 制 变 量 设 置 与 基 准 回 归 一 致。回 归 结 果 如 表 3 第 (1)列 所 示,

Incentive2015,c×RE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增值税分成能够有效缓解企业税负黏性水平,这与

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3.2.4 使用母公司数据

地方政府行为会对辖区内企业税负黏性产生直接影响,而对在本辖区外经营的上市

公司子公司税负影响较为有限,这使得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为

剔除上市公司母子公司经营范围不同对本文基本结论的干扰,本文选用上市公司母公司

财务数据,研究增值税分成对上市公司母公司税负黏性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3第(2)列
所示,实证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实证结论具有稳健性。

3.2.5 剔除“营改增”政策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尽管制造业企业一直缴纳增值税,未受到“营改增”改革的直接影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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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营改增”改革导致制造业企业的部分上游企业由缴纳营业税转变为缴纳增值税,使得

制造业企业购进的原材料和服务可以抵扣进项税。相比业绩上升时,制造业企业在业绩

下滑时会面临更多的原材料囤积。“营改增”改革实施后,制造业企业购进的原材料由部

分可抵扣进项税转变为全部可抵扣进项税,使得制造业企业税负在业绩下滑时得以明显

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税负黏性。为了排除“营改增”改革对本文估计结果的干扰,
本文在实证模型中加入企业增值税税负(企业缴纳的增值税税额/企业增加值)(VAT)这
一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第(3)列所示,交乘项Incentive2015,c×RE×Dec×营业收入

变动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本文基本结论不会受到“营改增”政策的影响。

3.2.6 排除“金税三期”工程的影响

“金税三期”工程会规范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行为和落实税收优惠,进而影响企业的

税负黏性。为排除“金税三期”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加入了“金税三期”变量(GTP3),
若此地区所在年份实施了“金税三期”工程,GTP3赋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如表3第

(4)列所示,Incentive2015,c×RE×Dec×营业收入变动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结果

一致,这表明本文结论不会受到金税三期工程的影响。

表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使用直接法度量 使用母公司数据 剔除“营改增”政策影响 排除“金税三期”工程影响

企业税负黏性 税费净支出 税费净支出 税费净支出

(1) (2) (3) (4)

营业收入变动
0.693*** 0.621*** 0.629***

(0.076) (0.061) (0.059)

Dec×营业收入变动
-0.347** -0.429*** -0.420***

(0.143) (0.131) (0.129)

Incentive2015,c×RE×

Dec×营业收入变动

0.786** 0.852** 1.212**

(0.331) (0.421) (0.563)

Incentive2015,c×RE
-1.522**

(0.682)

VAT
0.753*

(0.451)

GTP3
0.010

(0.0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0158 11905 12916 12916

Adj-R2 0.172 0.203 0.191 0.189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所有标准误均聚类(Cluster)到企业层面;***、**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 进一步分析:
 

异质性分析与作用机制分析

4.1 异质性分析

  已有研究发现,财政收入激励对不同财政压力地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进而导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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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作出不同的行为决策(谢贞发和范子英,2015)。税收征管行为存在企业异质性,具
体表现在企业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吕冰洋等,2016)。一般而言,地方政府

在改变税收征管力度时,偏向于政治关联更紧密的国有企业;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大通常

意味着其税收筹划能力更强,税收遵从度更低。基于此,本文将从地区财政压力水平、企
业所有制性质、企业税收遵从度三个方面研究增值税分成对企业税负黏性的异质性作用。

4.1.1 分地区财政压力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一般做法,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来衡量财政压力,该指标越大,意味着地区承担的财政压力越大。根据改革

前一年(2015年)地区财政压力水平是否高于中位数进行分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

示,重点关注表4第(2)列和第(4)列,在财政压力水平较高地区,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而在

财政压力水平较低地区,Incentive2015,c×RE×Dec×营业收入变动显著为正,组间系数差

异也通过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增值税分成缓解企业税负黏性的作用仅在财政压

力较小的地区表现明显,而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表现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增值税分

成改革带来的财政收入激励在不同财政压力地区存在差异,主要缓解了改革前财政压力

本就较小地区的财政压力,而改革前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的财政压力并没有得到明显的

缓解。这使得,改革前财政压力本就较小的地区能够采取一系列财政援助措施来支持制

造业企业发展,财政援助效应明显大于税收征管强化效应,最终显著缓解了企业税负黏

性;而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在支持本地企业发展方面“有心无力”,并可能“迫于无奈”增大

税收征管强度,以缓解短期内面临的财政压力,财政援助效应与税收征管强化效应相互抵

消,最终未能显著改变企业税负黏性。

表4 基于地区财政压力水平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财政压力较大地区 财政压力较小地区

营业收入变动
0.418*** 0.519*** 0.422*** 0.533***

(0.019) (0.032) (0.021) (0.051)

Dec×营业收入变动
-0.301*** -0.320*** -0.303*** -0.327***

(0.119) (0.110) (0.116) (0.122)

Incentive2015,c×RE×Dec×营业收入变动
0.655 0.649 0.792** 0.802**

(0.421) (0.416) (0.399) (0.392)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6388 6388 6528 6528

Adj-R2 0.213 0.231 0.223 0.252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P 值 第(2)列与第(4)列:0.000***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所有标准误均聚类(Cluster)到企业层面;***、**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1.2 分企业所有制性质

本文根据CSMAR数据库里的企业股权信息,将制造业上市公司划分为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第(1)~(3)列所示,关注交互项Incentive20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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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c×营业收入变动系数大小和统计显著性,增值税分成缓解企业税负黏性的作用

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均是显著的,且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显著性呈现递减趋

势,组间系数差异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增值税分成缓解企业税负黏性的作用由大到

小依次是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

业受到的财政援助效应和税收征管强化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在财政援助效应方面,国有

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多维度的考核任务,既包括完成年初制定的经

营利润任务,也需要肩负稳经济、稳就业、精准扶贫等社会责任与政治责任。国有企业具

有的多重使命,决定着其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就已经享受了大量财政补助、税收优惠等财政

支持政策。而非国有企业通常面临着融资难和融资贵等困境,因此增值税分成所带来的

诸如更多的财政资金扶持,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财政援助效应更为明显。而在税收

征管强化效应方面,由于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具有紧密的政治关联,且国有企业的管理层

是由地方政府提名或直接任命,地方政府在完成税收任务时,习惯于提高国有企业的税收

征管强度。此外,资本流动性高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通常是地方政府招

商引资的主要对象,外资企业更是地方政府竞争的重要目标(吕冰洋等,2016),地方政府

提高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税收征管强度的动机较弱。因而增值税分成带来的税收征管强

化效应由大到小依次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4.1.3 分企业税收遵从度

为检验增值税分成对不同税收遵从度企业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本文根据企业税收

遵从度将样本划分为高税收遵从度企业和低税收遵从度企业。考虑到以往一些研究中采

用的实际税率法和税会差异法存在缺陷,本文采用Desai
 

and
 

Dharmapala(2006)提出的税

会差异残差(DDBTD)来衡量企业税收遵从度,以尽量消除企业盈余管理的干扰,即用最

小二乘法(OLS)对税会差异和企业应计利润进行估计,用得到税会差异残差来衡量企业

税收遵从度,该指标越小,意味着企业税收遵从度越高。根据改革前一年(2015年)企业税

收遵从度是否高于中位数进行分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5第(4)列和第(5)列所示,关注

交互项Incentive2015,c×RE×Dec×营业收入变动系数大小和统计显著性,高税收遵从度企

业的交互项在1%水平上显著,而低税收遵从度企业仅在10%水平上显著,组间系数差异

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增值税分成缓解企业税负黏性的作用在高税收遵从度企业中表

现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不同税收遵从度的企业受到的财政援助效应和税收征管强

化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在财政援助效应方面,税收遵从度高的企业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带动产业链发展等方面均作出较大贡献,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重点关照。当地方政府出

台财政补贴和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时,政策会更好地落实到税收遵从度高的企业(赵颖,

2022),从而使得财政援助效应对于税收遵从度高的企业更为明显。在税收征管强化效应

方面,税收征管强度的提高能够抑制企业避税行为和规范信息披露,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

税收遵从度。本就税收遵从度高的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而税收遵从度低的企业具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因而税收征管强化效应对于税收遵从度低的企业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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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基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高税收遵从度企业 低税收遵从度企业

营业收入变动
0.521*** 0.526*** 0.523*** 0.529*** 0.621***

(0.122) (0.102) (0.082) (0.086) (0.122)

Dec×营业收入变动
-0.312*** -0.315*** -0.311*** -0.381*** -0.401***

(0.118) (0.126) (0.125) (0.126) (0.130)

Incentive2015,c×RE×Dec×营业收

入变动

0.831* 0.841** 0.902*** 0.851*** 0.731*

(0.499) (0.421) (0.335) (0.312) (0.42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4199 4936 3781 6458 6458

Adj-R2 0.231 0.228 0.237 0.242 0.201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P 值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0.001***

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0.000***

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0.001***
0.000***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所有标准误均聚类(Cluster)到企业层面;***、**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

平上显著。

4.2 作用机制分析

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财政援助效应和税收征管强化效应。为方便使用中介

效应模型对作用机制展开分析,以下采用直接度量企业税负黏性的方法及实证模型。

4.2.1 财政援助效应

增值税分成的财政援助效应主要通过加大政府补助资金这一途径对企业税负黏性产

生影响。
地方政府加大政府补助资金,反映为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增加。本文使用企业当年

获得的政府补助资金/总资产来衡量政府补助(Subsidy),政府补助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

报附注。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表6第(1)列中,增值税分成改革交乘项(Incentive2015,c×
RE)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增值税分成能够缓解企业税负黏性。表6第(2)列中,增值税分成

改革交乘项(Incentive2015,c×RE)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增值税分成能够增加企业获得的政

府补助。表6第(3)列中,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相比第(1)列估计系数绝对值减小

(1.191<1.391),这意味着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在增值税分成缓解企业税负黏性中起到了

部分中介作用,证实了增值税分成能够通过加大政府补助资金,从而缓解企业税负黏性。

表6 作用机制分析:财政援助效应

变量
(1) (2) (3)

STICKY Subsidy STICKY

Incentive2015,c×RE
-1.391** 0.714*** -1.191**

(0.636) (0.198) (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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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 (2) (3)

STICKY Subsidy STICKY

Subsidy
-0.521**

(0.23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12916 12916 12916

Adj-R2 0.192 0.199 0.221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所有标准误均聚类(Cluster)到企业层面;***、**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4.2.2 税收征管强化效应

增值税分成的税收征管强化效应主要通过提高地区税收征管强度这一途径对企业税

负黏性产生作用。
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强度一般体现为税收努力程度。借鉴以往研究的成熟做法,本

文使用“税柄法”测算潜在税收收入,采用实际税收收入与潜在税收收入之比来衡量税收

努力(TaxE),该值越大,意味着税收努力程度越高。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表7第(1)列
中,增值税分成改革交乘项(Incentive2015,c×RE)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增值税分成能够缓解

企业税负黏性。表7第(2)列中,增值税分成改革交乘项(Incentive2015,c×RE)系数显著为

正,说明 增 值 税 分 成 会 提 高 税 收 努 力。表 7 第 (3)列 中,增 值 税 分 成 改 革 交 乘 项

(Incentive2015,c×RE)系数显著为负,相比第(1)列估计系数绝对值增大(1.429>1.391),
且间接效应(0.625×0.412)的符号与直接效应(-1.429)的符号相反,这意味着税收努力

在增值税分成与企业税负黏性之间产生了部分遮掩效应①,证实了增值税分成会通过提高

地区税收努力程度,从而强化企业税负黏性。

表7 作用机制分析:税收征管强化效应

变量
(1) (2) (3)

STICKY TaxE STICKY

Incentive2015,c×RE
-1.391** 0.652** -1.429**

(0.636) (0.312) (0.591)

TaxE
0.412**

(0.2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12916 12916 12916

Adj-R2 0.191 0.185 0.201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所有标准误均聚类(Cluster)到企业层面;***、**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①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研究,遮掩效应是指一类特殊的中介效应,能够解释作用机制中存在的间接效

应与直接效应相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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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16年增值税分成改革,构造强度DID模型,以2012—2022年中国制造业

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增值税分成对企业税负黏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增值税分成改革会同时产生财政援助效应和税收征管强化效应,最终能够缓解

企业税负黏性,这一结论在平行趋势假设检验、安慰剂检验、使用直接法度量企业税负黏

性、使用母公司数据、剔除“营改增”政策、排除“金税三期”工程的影响后依然成立。本文

的异质性分析发现,增值税分成缓解企业税负黏性的作用在财政压力较小地区、外资企业

和高税收遵从度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作用机制发现,增值税分成产生的财政援助效应

通过增加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从而缓解企业税负黏性;税收征管强化效应则通过提高地

区税收征管强度,从而加剧企业税负黏性。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在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应当根据各级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来调整和优化政府间税收分成比例,重点关注增值税等主体税种,构建与地方政府行为

激励相容的税收分成制度,充分发挥税收分成的财政激励作用,以缓解企业税负痛感和激

发企业活力。同时,加快构建地方税体系,弥补增值税分成拉大的地区财力差距,从而抑

制税收征管强化效应。
第二,地方政府应当提高政府补助资金的规模和覆盖面,以直接促进企业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投资活动,间接促进企业的债务融资行为,从而通过税盾效应和降低销售成本

来缓解企业税负黏性。
第三,严格遵守税收法定原则,进一步削弱地方政府对税收征管的干预,避免税收征

管的强化加重企业税负黏性。同时,税务机关应当优化税收服务,激发企业提高税收遵从

度的内生动力,从而帮助企业充分享受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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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scal
 

relations
 

between
 

governments
 

are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tax
 

sharing
 

and
 

power
 

divis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tickiness
 

of
 

enterprise
 

tax
 

burd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x
 

sharing
 

for
 

relieving
 

the
 

pain
 

of
 

tax
 

burde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50/50
 

sharing”
 

reform
 

of
 

VAT
 

in
 

2016,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nsity
 

DID
 

model
 

and
 

takes
 

China􀆳s
 

A-share
 

manufacturing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2
 

to
 

2022
 

as
 

research
 

samples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VAT
 

sharing
 

on
 

the
 

stickiness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and
 

its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the
 

increase
 

of
 

local
 

tax
 

sharing
 

ratio
 

simultaneously
 

produces
 

the
 

effect
 

of
 

tax
 

collec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trengthening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will
 

eventually
 

ease
 

the
 

stickiness
 

of
 

corporate
 

tax
 

burden,
 

and
 

this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regions
 

with
 

less
 

financial
 

pressure,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and
 

enterprises
 

with
 

high
 

tax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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